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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
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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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
 

合法性不足长期以来被视作新创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我国新创企业普遍面临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

影响,如何平衡这两类主体对企业合法性的不同诉求关系到企业存续。文章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这一理论视角,构建

了创新搜索(包括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模型,并考虑了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实证

结果表明:新创企业的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产生倒U形作用,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有U形影响;资源编排

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却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研究揭示了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作用路径,不仅拓展了创新搜索、资源编排和合法性等理论关系,还为新创企

业管理创新搜索策略及跨越合法性门槛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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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lack
 

of
 

legitimacy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failure
 

of
 

new
 

ventures.
 

China's
 

new
 

ventures
 

generally
 

face
 

the
 

influence
 

of
 

both
 

politic
 

and
 

market
 

forces,
 

so
 

how
 

to
 

balance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se
 

two
 

types
 

of
 

subjects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enterprise
 

is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of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e
 

study
 

constructs
 

a
 

model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search
 

(including
 

exploitative
 

search
 

and
 

exploratory
 

search)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and
 

consid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xploitative
 

search
 

of
 

new
 

ventures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while
 

exploratory
 

search
 

has
 

a
 

U-shaped
 

effect
 

on
 

it;
 

resource
 

orchestration
 

capabilitie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xploitative
 

search
 

and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but
 

play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xploratory
 

search
 

and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The
 

study
 

reveals
 

the
 

path
 

of
 

innovative
 

search
 

on
 

ambidexterity
 

of
 

legitimacy,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search,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legitimacy,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for
 

new
 

ventures
 

to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of
 

innovative
 

search
 

strategies
 

and
 

cross
 

the
 



legitimacy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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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创”背景下新创企业已然成为驱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但也面临新进入缺陷和较高的死亡率。
以往研究认为合法性缺失是导致创业失败的主要原

因,因此如何采取行动获得合法性关系到新创企业

的存续[1-2]。然而,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新创企业同

时受到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其既需要符合

政府、监管机构等的强制规范,又遭遇市场相关主体

是否认可其产品和服务的合法性考验[3]。广泛的实

践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如部分大学生、海归人才等创

办的企业即使得到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却未必能被

市场认同,一些山寨模仿、P2P网贷等创业行为尽管

有市场空间,但最终也会因违反监管政策而无法持

续。可见,政治和市场两类“受众(audiences)”对新

创企业合法性的行为要求和判断标准存在差异[4],
如何权衡和整合政治和市场这两类主体的合法性关

系成为新创企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学者们围绕新创企业合法性概念进行了初步探

索[5],基于“制度观”“战略观”和“资源观”三类理论

工具对合法性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其中,“制度观”
强调现有制度体系如何影响公众对合法性的评

判[6],而“战略观”将合法性视为组织战略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可被创业者操纵的资源[3],“资源观”则关

注如何动态性地整合组织资源进而创造价值[7]。虽

然现有研究普遍认同新创企业在多样化制度环境中

会受到不同合法性的约束,它们可能存在差异甚至

相互冲突[8],但这些研究仍不足以解释新创企业双

元合法性的获取机制:首先,现有学者仅关注跨国公

司[9]、商业集团[10]等组织在空间层面的双元合法性

均衡,并未解释企业同时面临外部不同“受众”的合

法性评价差别和内在联系。其次,开放式创新背景

下创新搜索对新创企业获取知识和萃取外部认可有

着战略意义[11],而相关研究却忽视了企业如何借助

知识搜索策略获取合法性这一关键问题。如部分文

献基于关系强度[12]、社会网络[13]、企业联盟[14]等视

角探索了外部知识获取与新创企业合法性的关系,
但倾向将网络关系的建立等同于知识获取,并没有

区分企业不同类型合法性获取的机制差异。最后,
以往创新搜索作用机制的研究存在“静态资源存量

假设”局限,据此资源编排理论[15-16]提出管理者应关

注对资源的动态管理(构建资源组合、资源归拢整合

和资源转化利用)来创造价值,这有助于揭示相似知

识基础的企业其合法性水平差异的“黑箱”。尽管以

往有研究强调管理者对资源管理的能动性在获取合

法性的战略行动中起着关键作用[3],也有学者提及

创新搜索获取的知识能否发挥作用依赖管理者对资

源的有效编排[17],但资源编排能力在创新搜索与双

元合法性之间的影响机理尚不可知。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中225家新创企业的调查问卷为

数据基础,探讨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

影响,以及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本文旨在丰

富创新搜索、双元合法性以及资源编排能力的相关

研究,并为新创企业实施创新搜索活动来跨越合法

性门槛提供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双元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是新制度理论的核心概念,
该理论认为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情境中,组织行为

是由社会认同驱使的。新创企业作为市场的新进入

者,面临绩效记录不全与信息不对称问题,资源持有

者可能因对其不够熟悉而未赋予其合法性,为此学

术界围绕新创企业合法性开展了研究[18]。新创企

业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基本

属性,其必须向公众展示可接受的、期望的、有用的

行为和产品,才能得到公众的合法性认同[19]。关于

合法性维度的划分,虽然Scott[6]提出的合法性“三
支柱”(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维度结构被创业学

者广泛接受,但是这种界定并没有考虑新创企业合

法性评价的“受众”多样性和逻辑差别。近年来,一
些学者尝试从评价逻辑角度探究不同类型的合法

性,如Fisher等[2]将合法性评价主体区分为包括政

府及其监管和代理机构等在内的政治主体,以及涵

括顾客及其他相关方的市场类主体。政治合法性以

新创企业能否带来政治利益或公共利益为判断准

则,强调企业遵守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制定的相关法

律、规章和标准,满足政府等机构对企业的特定要求

并获得其认可[8]。而市场合法性以新创企业的经营

成功与否加以评判,注重企业利用市场上各方共享

的行为规范,通过主动行动获得市场参与者(如供应

472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年 第52卷



商、顾客等)的认可和支持[20]。鉴于政治和市场两

类合法性存在的差异和冲突[4],并对企业从不同角

度产生影响,企业在战略选择时通常会面临市场效

率和制度期望的权衡难题,于是诱发了“双元合法

性”现象。本文借鉴组织双元理论,将新创企业双元

合法性定义为通过权衡和整合政治合法性与市场合

法性,帮助新创企业实现规避管制风险和获得市场

持续认可的均衡。参考Cao等[21]研究,将双元合法

性分为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两个维度。其中,双
元合法性均衡是指新创企业运用协调机制,维持政

治和市场合法性的均衡发展,缩小两类合法性在特

定时点上的差距来维持双元平衡状态,而双元合法

性组合则强调两类合法性整合,发挥政治和市场合

法性的协同效应。
(二)资源编排能力

  新创企业创立过程不仅依赖外部相关方支持,
还通过资源配置调度创造价值[20]。资源观虽然强

调占用异质性资源是企业形成能力的基础,却忽略

了通过对资源有效管理来促进资源-能力-价值创

造之间转化[22],并不能揭示动态环境下资源禀赋相

似的企业能力或绩效的差异。转型经济情境下,新
创企业急需拓展和积累资源,并且其自身缺少构建、
捆绑和利用资源重构价值创造体系流程的能力[22],
因此企业需要在外部环境获取整合资源,形成自身

核心能力。基于此,Sirmon等[16]提出资源编排理

论,基于过程视角探索资源与能力之间的黑箱,回答

动态环境下企业管理者如何通过主动的资源管理过

程实现与环境匹配。具体而言,管理者对资源的编

排能力包括三个既相互联系又互补的过程:一是构

建资源组合,通过资源获取、内部积累以及剥离所控

制的资源等方式实现关键资源的结构化,进而达到

与外部环境匹配的目的;二是资源归拢整合,借助资

源的渐进式改进、丰富化和资源开拓形成核心能力;
三是资源转化利用,通过资源的调动、协调和重置来

利用市场机会并创造价值[16,23]。虽然以往关于吸

收能力、知识整合的研究也涉及企业对外部分散、无
序的知识和资源的吸收、整合和利用能力,但这些研

究更强调企业对外部获取知识利用转化的客观水平

或静态能力。然而,基于资源行动视角,更高的创新

资源投入产出比来自更有效的资源编排行动[24],这
启发本文挖掘管理者在资源管理中的主动性和动态

作用。
(三)创新搜索与双元合法性

  创新搜索是演化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多个学科

交叉的概念,指企业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扫描或探测

信息、知识和解决方案的一系列活动[11]。企业通过

创新搜索与外部知识源建立合作关系搜寻市场偏

好、新技术等信息,为其获得合法性奠定知识基

础[25]。国内外研究虽然已划分了多种创新搜索维

度,但不同学者即使在同一维度模式(如宽度和深

度)下对创新搜索作用的实证结论仍然存在分

歧[26]。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可能与以往研究过于

强调从不同视角界定创新搜索概念和维度有关,而
忽视了创新搜索本质上是一种学习方式,涉及企业

现有知识的利用和外部新知识的探索[27]。新创企

业获取外部双元合法性,既要通过学习获取外部知

识和资源满足潜在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期

望,又要在不断解决当前的产品和市场问题过程中,
确保企业的经营符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

范[8]。考 虑 到 组 织 学 习 的 二 元 性,本 文 参 考

March[28]相关研究,从学习方式角度将创新搜索划

分为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其中,利用性搜索

被界定为新创企业搜索现有的或可获取的知识,并
将知识运用在熟悉的领域中开展活动;探索性搜索

是指新创企业通过搜索以往不熟悉的新知识,以改

变现有的组织惯例或知识基础。
新创企业缺乏历史绩效和证据来合法化其创新

活动[3],而利用性搜索强调在熟悉领域搜寻知识和

创新方案带来稳定的收益回报,这会帮助“受众”合
理判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

模仿学习、市场互动等搜索方式进入成熟的行业或

市场环境[14],在这种环境中由于技术和产品被公众

所熟知,因而容易被市场相关方接受。为此,新创企

业按照公众的绩效或行为期望标准开展利用性搜索

活动[2],借助成熟知识完善现有产品、服务和流程,
并能利用“合法性溢出”效应成功跨越新市场门

槛[5]。另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利用性搜索在深度

挖掘现有技术和业务领域、持续解决当前产品和市

场问题的同时,在制度同构作用下学习行业标杆的

操作标准和流程,确保企业的运营模式符合政府的

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并缓解其在现行监管制度结

构下可能引发的合法性冲突[19]。然而,利用性搜索

过度也会造成创新合法性获取“短视”[29],从而阻碍

新创企业双元合法性。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可知,利
用性搜索过度强调相似知识会阻碍企业获取多样化

资源,使企业逐渐丧失对环境判断的敏感性[30]。这

可能阻碍企业创新性产品的上市,诱发主导市场萎

缩或业绩波动,遭致市场相关主体对其合法性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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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31]。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新创企业对现有搜索

路径和方式的过度依赖,不仅可能错失行业新技术

迭代的机会窗口,还会偏离政府的产业规划、创业政

策等引导方向,进而丧失政府、评审机构等相关方的

推介和支持[12]。并且,由于新创企业利用性搜索过

度引发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与地方官员注重短期政

绩回报的预期不匹配,影响地方政府对企业创业活

动的制度性资源分配[4]。进一步而言,新创企业的

创业活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产业管

制、行业标准等带来了冲击[18],利用性搜索过度引

发的创新锁定必然导致企业陷入制度上“求同”还是

市场上“存异”的选择困境[20,29]。在认知惯性作用

下,管理者倾向某个时点选择单一主导合法性来应

对合法性双元权衡问题[18],最终加剧企业市场和政

治两类合法性认同的失衡。尤其在资源约束下,许
多新创企业倾向通过遵循政府政策、行业规范等保

守方式来提升政治合法性,而获得市场合法性的产

品创新等活动得不到资源支持甚至受到政府政策干

预,进而无法更好地发挥政治和市场两类合法性的

协同作用[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影响作用呈现

倒U形。
探索性搜索通常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和制度为新

创企业带来全新的产品架构或商业模式,这可能在

技术范式、消费偏好等方面与利益相关者产生价值

冲突[32],并引发公众在现有知识框架下对新事物的

认知障碍。由于新创企业在市场和技术上面临较大

的不确定性,实施探索性搜索的企业注重获取独特

性技术或稀缺性机会,在亲创新(pro-innovation)导
向作用下可能忽视当前市场上客户、供应商等的真

实需求,进而导致企业开发出的产品在短期内难以

被相关方接受[2]。尽管新创企业通过探索性搜索可

能超越在位者,但行业技术或产业制度化等因素会

对其产生合法性约束[33]:一方面,出于对新技术的

不确定性认知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在位企业运用

知识产权、管制政策等方式对新创企业加以排

斥[34];另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创新进入新行业,在
初期面临行业质量标准、产品标准等制度约束,激进

地探索性搜索可能导致其难以确定消费者和合作者

的偏好。然而,随着新创企业对外部环境的熟悉和

搜索经验的积累,利用外部知识和机会将细分市场

的成功产品逐步扩散至主流市场,由此会引发新的

产业规则和产品标准的革新[31]。新创企业通过对

外部新颖知识的探索来降低不确定性,逐渐在突破

旧制度束缚与获取组织合法性需求之间寻求平

衡[3],伴随新产品或新技术被相关方逐渐接受,其双

元合法性也得到提升。一方面,新创企业通过对市

场需求的主动搜索,能够获取领先用户对创新产品

的试用反馈和提炼独特的销售主张[27],并通过提供

差异化的产品满足主流顾客需求来获得市场相关方

的信任与支持[7]。在合法化策略方面,企业通过在

探索性搜索中与外部关键主体建立网络联结关系,
积极发展新的商业理念和业务运作模式,借助网络

中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声誉“骑背效应”,主动塑造

市场主体对其合法性的潜在感知[14]。另一方面,持
续探索政府政策、制度环境等知识,有利于新创企业

与政府等构建良好的关系并降低政策壁垒,向社会

传递出企业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等信号[13]。这使

供应商、消费者等相关方相信企业拥有良好的形象

和声誉,为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

支持,从而促进创新市场化的良性发展[25]。基于

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有U形影响。
(四)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环境下,新创企业对外部不同知识源进行

识别和获取增加了协调的难度和成本,知识差异性

和复杂性有赖于管理者对其更好地结构化、归拢和

转化利用[35]。管理者通过对外部搜索的知识资源

在内部动态整合与配置,重新建立知识资源之间的

内在结构和更好地挖掘潜在知识组合的价值[17]。
同时,新创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必须编排资源组合和

建立资源库来缓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些行为

为企业获得合法性创造了绩效追踪记录[36]。根据

Sirmon等[16]的资源编排三部曲可知,新创企业资

源编排能力在外部知识获取和响应不同制度压力之

间发挥着转换器作用[35]。一方面,新创企业创新搜

索通过知识积累、资源剥离等动态编排方式,将有用

知识进行结构化,从资源的归拢过程中利用市场机

会为顾客持续创造价值[34],从而更容易获得市场相

关方的认同和支持。另一方面,管理者发挥内部资

源编排能力,通过资源的稳定化、丰富化和资源开拓

提升创新搜索到的新颖知识在企业内部的转化利用

效率,并利用资源的调度、重组等方式克服资源稀缺

对创业活动的制度性制约[37]。尤其新创企业通过

资源编排将部分资源配置在行业许可、项目审批、产
品认证等制度认可性活动中,这有利于其与政府机

构、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建立良好关系[32],极大提

高了企业新产品或新技术获得政府等机构接受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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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合法性。
此外,新创企业采取利用性搜索专注萃取熟悉

和精准的知识[28],通过经验积累和对知识的编码、
吸收不断改良组织内部的资源管理惯例[27],能够明

确资源编排行动的方向性和目标性;探索性搜索强

调对现有知识基的替代式重构[37],有助于提升新创

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整合、转化资源的柔性[18]。同

时,新创企业发挥资源编排能力能够将多元化知识

归类且结构化,有利于管理者随时调动市场类和政

策类相应的知识用于产品营销、品牌管理等,以此争

取到顾客、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认可。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合法

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资源编排能力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

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图中

“+”“U”“∩”分别表示正向、U形、倒U形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搜集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样本数据,调研

对象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广东四个省市的新创企业

  

图1 理论模型

及其创业者。新创企业在创立过程中,先后会经历

初创期和青春期两个阶段,根据何霞等[14]的界定,
本文选择成立8年及以内的企业及其创业者作为主

要调研对象。
为了保证问卷内容的清晰程度和可理解程度,

在问卷发放之前邀请了浙江某高校符合要求的30
位MBA学员做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结果对问卷

题项进行了多次研讨,形成最终问卷。通过现场调

研、利用个人和团队的社会关系等途径共计发放问

卷600份(每家企业1份),累计回收308份(回收率

51.33%)。剔除回答缺漏或未填完、操控性检验题

项存在矛盾、规律性强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25
份(占回收问卷总量的73.05%),问卷填写质量较

好。为了检验调查结果是否存在回答者偏误,课题

组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企

业规模、企业年龄等特征变量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不同途径的调查结果可以合并使用。样本企

业和被调查者的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统计表(N=225)
项目 企业特征 企业数 百分比/% 项目 企业特征 企业数 百分比/%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企业研发投入

被调查者年龄

少于300人 101 44.89
300~500人 76 33.78
501~1000人 36 16.00
大于1000人 12 5.33
少于3年 47 20.89
3~5年 110 48.89
6~8年 68 30.22
小于2% 36 16.00
2%~3% 82 36.44
大于3% 107 47.56
30岁以下 31 13.78
31~40岁 100 44.44
41~50岁 52 23.11
50岁以上 42 18.67

行业类型

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

被调查者性别

物联网及服务器 24 10.67
软件及电子商务 49 21.78

节能环保 30 13.33
生物医药 25 11.11
新材料 29 12.89

高端装备 22 9.78
新能源及节能 18 8.00

其他行业 28 12.44
专科及以下 39 17.33

本科 143 63.56
研究生及以上 43 19.11

男性 162 72.00
女性 63 28.00

(二)变量测量

  本文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设计完善了测量工

具,问卷预测试信效度良好。本文采用Likert五级

量表打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a)双元合法性。参考郭海等[4]、Suchman[7]研

究,用本文的做法获得了“政府部门的高度评价”等

4个指标测量政治合法性,用本文的做法获得了“顾
客的认可”等4个题项测量市场合法性。在此基础

上,参考郑小勇等[10]、Cao等[21]研究对双元合法性

的测量方式,采用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的绝对

值差来衡量双元合法性均衡,为了便于观测用(5-
|政治合法性-市场合法性|)表示双元合法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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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大小,采用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的乘积来

表示双元合法性组合。
b)创新搜索。本文借鉴了吴松强等[27]等相关

研究,用“企业重视从外部知识源搜寻和获取熟悉领

域的知识”等3个题项测量利用性搜索,用“重视从

外部知识源中搜索和获取前瞻性知识相关进展”等
3个题项测量探索性搜索。

c)资源编排能力。借鉴Sirmon等[23]、Wang
等[17]等研究,围绕资源编排能力的构建资源组合、
资源归拢整合和资源转化利用三个过程,用“企业能

够获取各类资源”等9个题项测量资源编排能力。
d)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12],选择企业规

模、企业年龄、研发投入和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用样本企业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来测量,
因为此数值能粗略地表征企业目前所拥有的资源;
企业年龄以经营年限来衡量;研发投入用研发投入

占销售额比重取自然对数测量;行业类型用虚拟变

量表示物联网及服务器、软件及电子商务、节能环保

等其他行业,其中(1,0,0)代表物联网及服务器,(0,
1,0)表示软件及电子商务,(0,0,1)表示节能环保行

业,(0,0,0)表示其他行业,在数据分析时,取其他行

业作为哑变量。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借助Cronbach's
 

α系数衡量各个变量的

测量信度,采用SPSS22.0软件分析整理得到如表2
所示的结果,其中所有测量变量的Cronbach's

 

α系

数均大于0.7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因子分析的KMO
和Bartlett球形检验均处于可接受范围,探索性因

子分析结果(表2)显示23个题项共提取出5个因

子,各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1,各因子载荷均接近

或大于0.7,这说明量表的聚合效度较好。各变量

的AVE和CR值也分别满足高于0.5和0.8的要

求,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2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载荷范围 解释变异量 Cronbach's
 

α KMO值 AVE CR
利用性搜索 3 0.823~0.877 37.104% 0.877 0.835 0.652 0.882
探索性搜索 3 0.815~0.880 36.802% 0.783 0.803 0.648 0.880

资源编排能力 9 0.798~0.858 77.696% 0.941 0.860 0.605 0.821
政治合法性 4 0.781~0.894 36.721% 0.868 0.817 0.593 0.852
市场合法性 4 0.827~0.868 34.525% 0.853 0.837 0.645 0.879

  为了进一步验证关键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借
助AMOS22.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
果如表3所示。与其他四组模型相比,五因子模型

的拟合效果更好,表明创新搜索、合法性和资源编排

能力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GFI TLI CFI RMSEA
单因子模型 14.203 0.524 0.316 0.392 0.165
双因子模型 11.063 0.576 0.479 0.540 0.128
三因子模型 10.432 0.608 0.512 0.574 0.097
四因子模型 6.236 0.734 0.729 0.769 0.086
五因子模型 1.544 0.941 0.972 0.977 0.045

  表4呈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

的相关系数以及主要变量AVE 的平方根,数据显

示,利用性搜索与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显著正

相关,探索性搜索与政治合法性和市场合法性显著

正相关。由此可知利用性/探索性搜索对政治合法

性和市场合法性的作用得到初步显示,下文借助回

归分析来验证假设。
(二)假设检验

  本文借助多元层级回归方法检验假设,为降低

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首先对自变量、中介变量以及因

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所有方程的VIF(方差膨胀

因子)值均小于5。为了克服实证模型中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将对关键变量有影响的因

素纳入控制变量加以考虑,在构建理论模型时遵循

资源编排理论逻辑避免变量间双向影响。表5中模

型1和模型2是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
型3-模型8分别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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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企业规模

2.企业年龄 0.119*

3.研发投入 0.029 0.019
4.物联网及服务器行业 -0.041 -0.009 -0.016
5.软件及电子商务行业 -0.049 -0.028 0.054 -0.262**

6.节能环保行业 0.064 -0.064 -0.047 0.436** -0.525**

7.利用性搜索 -0.002 0.077 0.152* 0.039 0.049 -0.024 (0.807)
8.探索性搜索 0.051 0.077 0.015 -0.003 -0.027 -0.017 0.240** (0.805)
9.资源编排能力 0.148* 0.112* 0.097 -0.001 -0.064 0.011 0.480** 0.476** (0.778)
10.政治合法性 0.124* 0.153** 0.070 0.029 0.056 -0.082 0.202** 0.131** 0.282** (0.770)
11.市场合法性 0.067 0.064 0.134* 0.040 -0.030 -0.032 0.270** 0.120** 0.266** 0.257** (0.803)

均值 6.053 2.363 4.773 0.179 0.239 0.467 3.617 3.720 3.814 3.602 3.548
标准差 0.904 1.240 0.821 0.384 0.427 0.500 0.970 0.869 0.733 0.935 0.941

  注:N=225;*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下同。企业规模、研发投入控制变量已取自然对数;括号内为AVE的平
方根。

表5 假设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编排能力 双元合法性均衡 双元合法性组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企业规模 0.132*
(2.461)

0.121**
(2.823)

0.040
(0.747)

0.050
(1.045)

0.024
(0.512)

0.110*
(2.060)

0.114*
(2.305)

0.082
(1.685)

企业年龄 0.087
(1.604)

0.028
(0.630)

0.090
(1.656)

0.034
(0.705)

0.028
(0.595)

0.123*
(2.286)

0.074
(1.467)

0.067
(1.357)

研发投入 0.094
(1.761)

0.030
(0.690)

0.143**
(2.676)

0.085
(1.773)

0.079
(1.668)

0.132*
(2.503)

0.085
(1.710)

0.077
(1.591)

物联网及服务器行业 -0.051
(

 

-0.662)
-0.081
(-1.294)

-0.064
(-0.827)

-0.089
(-1.277)

-0.072
(-1.046)

0.023
(0.294)

-0.003
(-0.038)

0.019
(0.263)

软件及电子商务行业 -0.108
(

 

-1.324)
-0.131*
(-1.981)

-0.029
(-0.349)

-0.046
(-0.628)

-0.019
(-0.255)

-0.014
(-0.168)

-0.028
(-0.368)

0.006
(0.084)

节能环保行业 -0.067
(

 

-0.760)
-0.081
(-1.146)

-0.104
(-1.182)

-0.108
(-1.371)

-0.091
(-1.170)

-0.063
(-0.725)

-0.069
(-0.837)

-0.047
(-0.590)

利用性搜索 0.394***
(8.135)

0.247***
(4.581)

0.164**
(2.823)

0.225***
(4.013)

0.121*
(2.026)

探索性搜索 0.372***
(7.999)

0.131*
(2.525)

0.052
(0.938)

0.146**
(2.718)

0.048
(0.843)

利用性搜索2 0.004
(0.096)

-0.252***
(-4.903)

-0.253***
(-5.005)

-0.141**
(-2.640)

-0.142**
(-2.729)

探索性搜索2 0.016
(0.346)

0.177***
(3.551)

0.174***
(3.544)

0.165**
(3.185)

0.161**
(3.184)

资源编排能力 0.211***
(3.539)

0.263***
(4.278)

R2 0.045 0.396 0.040 0.252 0.279 0.055 0.193 0.235
调整R2 0.028 0.378 0.023 0.230 0.255 0.038 0.169 0.210
F 值 2.642 21.998 2.362 11.320 11.782 3.306 8.028 9.337

  注:括号内为t值。

  从表5的模型4和模型7可知,利用性搜索对

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的一次项分别为正且显著,
二次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

法性均衡和组合均有倒U形作用。由于学术界有

研究质疑回归方程中的二次项系数显著并不是曲线

关系存在的充分条件[33],本文借鉴 Haans等[38]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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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间倒U型关系的三步检验程序,借助Stata软

件进一步分析,即第一步检验自变量平方项回归系

数是否为负且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取最小和最

大值时的曲线斜率是否分别为正和负,第三步观察

曲线拐点是否在标准化处理后的自变量取值范围之

内。结果显示:其一,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

二次项显著且为负(β1=-0.252,P<0.001)。在

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的回归模型中,最低

处和最高处时的曲线斜率分别为0.417和-0.063
且显著,满足Slope值一正一负检验要求,且利用性

搜索的拐点值为4.573落在[1,5]的取值区间;其
二,利用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组合二次项显著且为

负(β2=-0.141,P<0.01)。在利用性搜索对双元

合法性组合的回归模型中,最低处和最高处时的曲

线斜率分别为0.745和-0.226且显著,满足Slope
值一正一负的检验要求,且利用性搜索的拐点值为

4.242也在[1,5]范围内。综上,假设 H1得到

支持。
同理,表5中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的

一次项与平方项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其对双元合法

性组合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也达到显著水平,表
明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起到了U
形影响。借鉴Haans等[38]对变量间U型关系的三

步检验程序发现,在探索性搜索取值区间下限附近,
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均衡关系的系数为负(β=
-0.465),在取值上限附近,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

性均衡关系的系数显著为正(β=0.487),且计算出

U型曲线的拐点在探索性搜索Likert5级量表评分

为3.207。同理,探索性搜索平方项对双元合法性

组合显著正向(β2=0.165,P<0.01),最低处和最

高处时的曲线斜率分别为0.567和-0.639,满足

Slope值一正一负检验要求,且曲线拐点值为3.355
落在[1,5]的取值区间,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遵循Baron等[39]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首
先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创新搜索对双元合

法性的显著影响已在主效应中得到验证。然后检验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从表5的模型1和模型

2可知,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资源编排能力

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利用性搜索和探索

性搜索对资源编排能力有积极影响;而两者的平方

项对资源编排能力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本文不需

要考虑资源编排能力对创新搜索与合法性双元之间

的非线性中介。最后,在表5的模型5和模型8中

同时加入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发现利用性搜索对双

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的影响分别减少且显著,探索

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的影响却分别减少

到不显著,这说明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

元合法性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假设H3a得到验

证;资源编排能力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间发

挥完全中介作用,即假设H3b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真实可靠,参考侯珂等[40]采用的稳

健性检验方式,借助Bootstrap方法对主效应与中

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利用

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均衡以及双元合法性组合的直

接效应分别为0.195和1.020,95%的置信区间分

别为[0.105,0.284]和[0.395,1.645],间接效应分

别为0.069和0.684,95%的 置 信 区 间 分 别 为

[0.028,0.110]和[0.370,0.999],上述路径的置信

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

与双元合法性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a得

到进一步验证。另外,在资源编排能力的作用下,探
索性搜索会影响双元合法性均衡以及双元合法性组

合,总效应显著(效应值分别为0.107和0.918,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引入资源编排能力后,探
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

应显著(效应值为0.126和1.004),再次证实资源

编排能力在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完全

中介作用,假设H3b得到进一步验证。

四、结 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创新搜索对双元

合法性的影响模型,探讨了资源编排能力的中介作

用,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本文从政治和市场双元合

法性视角发现,利用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新创企

业双元合法性分别有倒U形和U形影响。第二,由
于新创企业的不同搜索策略对资源编排能力的作用

方式存在差异,资源编排能力在创新利用性搜索和

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发挥着不同的中介作

用。具体来说,资源编排能力在利用性搜索与双元

合法性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但在探索性搜索

与双元合法性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a)从“受
众”角度区分新创企业双元合法性。本文将双元合

法性视为“被动的外部相关方感知”和“管理者主动

可操纵的资源”的统一体,并从转型经济情境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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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Bootstrap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 效应值 Bootstrap
标准误 t

95%置信区间(5000样本)
下限 上限

利用性搜索→双元合法性均衡

利用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双元合法性均衡

利用性搜索→双元合法性组合

利用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双元合法性组合

探索性搜索→双元合法性均衡

探索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双元合法性均衡

探索性搜索→双元合法性组合

探索性搜索→资源编排能力→双元合法性组合

总效应 0.263 0.040 6.65*** 0.186 0.341
直接效应 0.195 0.046 4.27*** 0.105 0.284
间接效应 0.069 0.021 3.28*** 0.028 0.110
总效应 1.704 0.276 6.18*** 1.163 2.245

直接效应 1.020 0.319 3.20*** 0.395 1.645
间接效应 0.684 0.160 4.27*** 0.370 0.999
总效应 0.107 0.040 2.69** 0.029 0.186

直接效应 -0.019 0.041 -0.46 -0.099 0.061
间接效应 0.126 0.024 5.24*** 0.079 0.174
总效应 0.918 0.337 2.72** 0.257 1.579

直接效应 -0.086 0.362 -0.24 -0.795 0.622
间接效应 1.004 0.178 5.63*** 0.655 1.354

治和市场双重合法性嵌入实际出发,借助组织双元

性相关理论界定双元合法性均衡和组合两个维度;
b)从“资源观”视角出发,探究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

双元合法性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实证发现,利用

性搜索和探索性搜索对双元合法性存在不同的影响

机制,这不仅将合法性的前置因素从制度因素、网络

嵌入、战略联盟等因素拓展到创新搜索领域,而且较

好地阐述了在中国当前转型经济时期,新创企业如

何利用外部知识来平衡获取政治和市场合法性,并
厘清了创新搜索与双元合法性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

制;c)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揭示新创企业创新搜索对

双元合法性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基于Sirmon
等[23]研究建构了“创新搜索—资源编排能力—双元

合法性”的理论逻辑,检验了资源编排能力对利用性

搜索和探索性搜索与双元合法性关系的差异化作用

路径,使得创新搜索与合法性两个研究领域通过资

源编排能力得以较好衔接,并拓展了创新搜索、资源

编排和合法性等理论的解释边界。
(三)管理启示

  本文的管理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a)新创

企业应当站在“受众”的立场来看待合法性问题。
转型经济情境下,我国新创企业管理者应高度重

视政治和市场这两大类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诉求,
并采取针对性的合法性方式满足多方需求和化解

合法性冲突;b)新创企业需要权衡采取不同的创

新搜索策略来跨越“合法性门槛”。在创立初期,
新创企业应该借助利用性搜索策略获取外部熟悉

知识或创新方案,推出满足当前市场和顾客需求

的产品来获得市场合法性,并遵守规章制度和标

准规范来获得现行监管体制下的政治合法性,从

而促进新创企业有效协调和整合政治与市场这两

类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而在积累搜索经验和熟

悉市场环境之后,企业应该采取探索性搜索将细

分市场的成功逐步扩散到主流市场,利用新的产

业规则和产品标准革新活动增强市场主体对企业

的合法性感知,并通过与政府、监管部门等机构建

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来触动政府调整对新兴行业

领域的监管政策;c)重视管理者对资源管理的能动

作用来获取合法性。为了更好地利用外部创新搜

索获得知识,新创企业需要充分发挥管理者对知

识资源的构建、归拢和转化利用的作用,以更好地

获取政治和市场双元合法性。对新创企业而言,
管理者在利用性搜索过程中应该注重培育构建资

源组合、资源归拢整合等能力,以直接或间接促进

新创企业获取外部“受众”的认可和支持,而在探

索性搜索活动中,重点借助管理者的资源转化利

用等方面能力来纾解合法性不足的困境。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文试图通过构建“创新搜索—资源编

排—双元合法性”理论模型回答“新创企业如何同

时满足政治和市场两类受众诉求”这一问题,但现

象驱动导致的双元合法性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仍有

待进一步细化,未来可以通过扎根理论厘清该变

量的各个子维度。此外,本文仅从内部资源视角

探讨知识获取对企业合法性跨越的作用机制,但
在数字智能时代,企业知识搜索活动受到管理者

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分析

管理认知因素如何影响创新搜索与双元合法性的

关系,并探讨管理者对外部环境信息分离和归类

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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